
一、导言 ：微信即戏台

以拟剧理论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将社

会生活比作表演的戏台，他说 ：“当一个个体出现在他人面

前时，他的行动将会影响他人此刻的情境定义。有时，个

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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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要】自戈夫曼以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利用各种语言及行为符号进行印

象管理，进而建构自我身份的研究在社会学和传播学中都颇受关注。如今，社交媒体

已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交往媒介，本研究从中国大学

生微信朋友圈使用入手，探究他们在朋友圈中自我呈现的策略样态以及影响因素。本

研究利用以京沪大学生为主体的样本分析发现，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策略

有三个基本维度 ：他人中心程度、自我中心程度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在展现这三个

基本维度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不同策略维度影响因素的阶层回归模型。该回归模

型基于社会心理的理论视阈，将人口和社交媒介使用习惯作为控制变量，关注孤独感、

社会支持与亲密关系对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孤独感越强的大学生，

自我呈现愈以他人为中心，并严格地进行前后台控制。而社会支持与亲密关系中依恋

焦虑感对自我呈现的三种策略均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年轻大学

生的现实社会心理因素与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选用具有较强的联系，这提示我们可

以通过大学生的线上自我呈现行为来反观他们现实社会心

理与社会关系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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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

印象，使他们做出他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 戈

夫曼将此种行为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在大多数情境下，这样有目的有策略的自我呈现

需要借助媒介完成。时至今日，随着互联网和手

机智能终端的出现，人们前所未有地被联系在一

起，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原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的自我呈现变成了社交媒体中一场盛大的展示。	

“惯常的恰当行为在已经变化了的交往场景中不

再‘恰当’，这就迫使角色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及自我呈现的策略。 在中国，微信是眼下最

为普遍的社交媒体。随着手机等移动媒体的普及，

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受众都可以注册并使用微

信。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报道，截至 2018 年第

一季度，微信的用户达到了 10.4 亿，并占据了国

内网民 23.8% 的上网时间。 正因有此体量的用

户及可观的使用时间，有学者直言微信在中国当

前社会状况中，成为了人们的“在世存有”。

对年轻人来说，微信除了即时通讯的功能，

社交分享与自我呈现也是其重要功能。社交平台

自身的特点，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呈现策略。微信

的自我呈现多集中在朋友圈的功能之中。相比于

其他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具有更强的实名性、

隐私性和封闭性，它既像是现实社交网络的线上

复刻，又在印象管理技术上具有更强的主动性。

微信朋友圈具有屏蔽、设置分组可见、设置三天

可见等管理和控制的功能。这些功能使得用户可

以更加主动地经营自己的呈现形象，进而管理他

人眼中的自我印象。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拟剧论在

社交媒体上演化出的新特点。因此，研究社交媒

体上中国年轻人的日常自我呈现，微信朋友圈是

最好的样本。

自我呈现的样态与策略同哪些因素有关、不

同的社会心理因素如何影响社交媒体，一直是新

媒体研究学者关注的议题。然而，大量的实证

研究集中于西方语境。他们关注由计算机中介

（computer-mediated）的社交媒体呈现及沟通行

为与线下面对面呈现及沟通行为的比较。但在中

国语境下，类似的实证研究付诸阙如。因此，本

文旨在通过实证方法从社会心理的理论视阈切入，

探究大学生社会心理因素（以孤独感、社会支持

和亲密关系为三个衡量指标）对其微信朋友圈自

我呈现形式与策略的影响。

二、社会心理视阈下的线上自我呈现

（一）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与策略选择

拟剧理论将人们在他人面前的行为界定为一

种表演。这种表演既受到观看表演的特定观众的

影响，又反过来会对这些观众施加影响。同时，

表演又是一个持续存在的过程，个体可以在该过

程中调整行为并选择性地表现细节。此外，戈夫

曼认为这种表演在时空上是有界限的，是发生在

特定有限的环境中。在戈夫曼的理论中，这样的

情境限定主要以物理空间为划分依据，比如前台

与后台的区分。而这一点在梅罗维茨的理论中有

所修正，他认为情境的区分应该以信息的流动为

界限，情境应是媒介形成的信息环境。在其著作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

梅罗维茨将戈夫曼的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

理论相融合，阐述了在电子媒介时代，变化了的

时空感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其中，他最引人

注目的论述莫过于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地点中

相互联系的成分被撕开了。无论一个人现在在哪

里——在家、在工作，或者在汽车里——他都被

接触着和接触着别人”。 由此，戈夫曼意义上日

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前台和后台之间开始界限模

糊，从而出现了被电子媒介中介的中台。这就便

于我们理解为何用戈夫曼的理论来研究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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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自我呈现是可行的。虽然使用社交媒体的个

体，在线上自我呈现的那一时刻，其周围可能并

无实际存在的“观众”，但社交媒体所塑造出的信

息环境，对个体进行自我呈现时的影响依然有效。

然而如何用线下人际传播的理论评估由

计算机中介的线上自我呈现是一个新媒体研究

的焦点议题。社会再现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 社 会 信 息 处 理 理 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以及超个人理

论（hyperpersonal theory） 是

研究当代线上自我呈现和自我披

露的经典理论。社会再现指的是

互动者感知到的一种传播媒介将

其形象再现的程度。这些感知到

的再现程度包括亲密度、即时度

以及在媒介中言语或非言语的语

境线索的丰富度。 尽管这些再

现程度都是媒介使用者的主观感

受，但是有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媒

介再现程度越高，使用者自我披

露意愿就越强。 这一理论提示

我们，社交媒体使用者的自我呈

现意愿及策略，与他们的心理感

受和对媒介的认知有着紧密的关

系。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则进一步

指出，由于非语言线索（如表情、肢体语言、社

会环境等）在计算机中介沟通中的匮乏，所以在

电子媒介上的沟通与呈现需要更多自我信息的披

露。这样，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沟通可以获得比面

对面沟通更好的人际效果。 但新近的研究也同

时表明，此种电子媒介的自我披露依然远远低于

面对面沟通的披露程度。 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

原有理论假设可能存在的缺陷，但更有可能的是

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的社交媒介已经

远远不是之前那样缺乏非语言线索的媒介形式

了。以微信为例，在传播和自我呈现的过程中，

各种表情包、图片甚至视频、多媒体都可以弥补

文字语言的不足。所以社交媒体甚至可能比面对

面传播更多非语言的线索。社会再现理论和社会

信息处理理论都较为关注媒介形式本身或被感知

到的变化所带来的自我呈现及披露样态的不同。

而超个人理论则更关注媒介使用者和媒介形式之

间的结合所带来的自我呈现样态和策略的变化。

换句话说，在超个人理论中，更

重要的是人怎样使用媒介而非媒

介怎样规定人。超个人传播有几

个重要特征 ：其一，因为非语言

线索的缺乏，使得个人会更加自

觉并有策略地进行自我呈现 ；其

二，接收者会给予呈现者有限的

反馈以建构呈现者的形象 ；其三，

用以传播信息的媒介为此过程提

供支持，因为电子媒介常允许人

们在发送信息之前不断地修改与

重建 ；最后，反馈机制鼓励正面

评价而非负面评价，这些正面评

价又反过来强化呈现者的正面形

象。 超个人传播把握了现代社

交媒介语境下，以社交沟通为目

的的自我呈现的一个重要特质，即人对自己形象

的主动建构以及通过他人评价来不断修正和控制

自我形象的策略性实践。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即

电子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印象管理”。

在戈夫曼那里，对自我呈现的印象管理是一

整套日常交往的符号和行为控制的策略及技术。

有学者引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的“人

性游乐场”概念，认为在“互联网中，人们真实、

复杂的一面被缩小了，完美、精致的一面则被放

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

今天，新的社交媒介已

经远远不是之前那样缺

乏非语言线索的媒介形

式了。以微信为例，在

传播和自我呈现的过程

中，各种表情包、图片

甚至视频、多媒体都可

以弥补文字语言的不足。

所以社交媒体甚至可能

比面对面传播更多非语

言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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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在分享的过程中，人们满足了自己被重视、

被认可、被崇拜的需要，甚至还会渐渐对自己产

生一种自带光环的幻觉”。 这种幻觉正是由于他

人所给予的正面评价带来的。因此，为了维持这

种幻觉，人们必须围绕他人的评价来施行自我呈

现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 ：看重评论、在发布每

个朋友圈的时候都字斟句酌并反复修改、对点赞

和快速回复有所期待、事先考虑朋友圈发出后的

结果以及精挑细选要发布的照片图片等。在本研

究中，这一系列的策略被我们认为是以他人为中

心的呈现策略。

国外对社交媒介自我呈现的研究多借鉴

戈夫曼的理论，而研究对象多以 Facebook 为

主。Mendelson 和 Papacharissi 证明了社交网

站上的图片和传统印象管理标准的一致性。	

Rueda-Ortiz 和 Giraldo 用戈夫曼的理论来分

析 Facebook 个人资料中的图片所表达的个体

需求和描绘现代社会生活的身份探寻，以此来

说明在 Facebook 上自我呈现的方式。 有研

究证明线上自我呈现和青年时期的身份认同和

自我发展存在一定关系。Weber 和 Mitchell 通

过量化研究发现，线上自我呈现会引起个体的

自我反省，进而促进青年身份认同的发展。	

Michikyan 等人则发现刚成年的年轻人会在社交

网站上呈现出多种自我形象，并认为青年的自

我认同和其在社交网站上的自我呈现有一定联

系。 在微信语境下，黄华和张旭东认为朋友圈

是青少年主观感受到“自我”在网络中的延伸，

从而表现出“真实的理想自我”。 这些研究都

说明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固然会围绕他人评

价展开。然而，相当一部分的自我呈现，目的

却是自我表达和社会生活身份的再确认。从这

一点来看，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可能会带来迥

然不同的呈现策略。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之命

名为自我中心程度。这一维度的呈现策略包括

常在朋友圈表达喜怒哀乐、在朋友圈分享自己

的兴趣爱好、进行自我反思以及常发自己的照

片等。

反观国内社交网络上自我呈现的文献，则主

要从呈现策略和内容两方面的研究入手。具体到

微信语境下的自我呈现，李华伟将微信朋友圈的

自我呈现策略分为“自我审查”、“隔离观众”、“销

声匿迹”等。自我审查的审查内容包括发布动态

的时机、内容、呈现方式、频率等。“隔离观众”

是通过设置朋友圈权限，并将圈内好友分成不同

组，各组可以看到的内容各不相同。“销声匿迹”

主要体现为删除或隐藏朋友圈动态，是对之前所

做的表演进行的补救。 这些策略都说明人们在

使用微信朋友圈时会主动地通过技术设置控制前

后台的呈现方式。因此，本研究中，我们在以他

人为中心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之外提出前后台控制

程度作为另一个可能的策略维度，针对这一维度，

我们所测量的策略项包括屏蔽朋友圈、设置分组

可见、设置三天可见以及删除朋友圈动态等。

综上，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即 ：

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策略是否存在他人中

心程度、自我中心程度以及前后台控制三个维度，

这三个维度分别包含了怎样的具体呈现策略。

（二）孤独感、社会关系与社交媒体自我呈

现策略

当代社交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人类借助工具克

服时空传播障碍的技术表征。对于社交的渴望首

先来自于人类自身对于孤独感的克服。孤独感通

常产生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数量和质量低

于他的期望之时。 孤独感可以看作是衡量人际

关系的一种情感性因素。Shaw 和 Gant 的一个历

时性研究揭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地降低孤独

感、抑郁情绪，并极大地提高使用者的自尊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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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的社会支持。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假设

孤独感和互联网的积极使用也存在着密切关系。

Hughes 等人的研究就旨在说明人格特征与社交

媒介信息和社交媒介使用之间的分别关系。他们

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理论中神经质（neuroticism，

一种经历消极情绪状态的持久倾向）的人格特征

与 Facebook 使用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

Facebook 的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将 Facebook 视

作缓解孤独情绪的工具。 谭海燕的研究发现，

朋友圈自我表露中的情感状况、兴趣爱好和孤独

感分别呈正相关、负相关。 如果说孤独感高者

需要通过更加理想的自我呈现来弥补自己的社交

匮乏，那么有理由假设其自我呈现时存在较高的

他人取向，但是却较低地以自我为中心，并呈现

有较高的前后台控制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以

下一组研究假设 ：

研究假设 1a ：孤独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

友圈自我呈现时的他人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 1b ：孤独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

友圈自我呈现时的自我中心程度越低。

研究假设 1c ：孤独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

友圈自我呈现时的前后台控制程度越高。

然而，也有研究同时指出，孤独感和互联网

使用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因果关系，之所以

孤独感越高的人似乎更愿意使用互联网，是社交

焦虑而非孤独感在起作用。Correa 及同事的研

究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和使用者的个性的关系，

他们发现，越是外向、情感稳定以及开放个性的

人越会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 尽管互联网使用

与以社交、展现或分享为目的的社交媒介呈现有

本质不同，本研究依然从两个方面反思了这一研

究假设 ：首先，在微信这样一个强社交属性的媒

介上，验证孤独感和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是本研

究的目的之一 ；其次，在孤独感之外，我们同时

将与社交焦虑相关的社会关系因素纳入考量，这

两个社会关系因素分别是社会支持与亲密关系，

以此弥补孤独感或社交焦虑忽视社会关系宏观变

量的缺憾。

林南及其同事将社会支持定义为“由社区，

社会网络或亲密伴侣感知到或实际的工具性及 /

或表达性给予”。 据此，社会支持是在个体面临

困难或威胁时可以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这

一定义强调从他人处得到帮助以解决困难或问题。

基于此，社会支持可以被理解为是以人际关系为

基础的、个体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可以作

为反映该个体人际关系好坏情况的指标。Shaw 

及 Grant 的研究揭示了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地提

高使用者感知到的社会支持。 换言之，现实中

的社会支持也会对互联网的使用行为产生影响。

而具体就社交媒介来说，谢笑春等的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在微信使用强度和积极应对的关系中起

正向中介作用。 这说明，社会支持越高的个体，

越能感受到社会关系和支持对自己影响的重要性，

也越需要通过主动的自我呈现策略来维持良好的

人际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

研究假设 2a ：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在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他人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 2b ：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在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自我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 2c ：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在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前后台程度越高。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支持，对于当代大学

生来说，另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亲密关系。对于

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往往在异地独立生活，远

离熟悉的家庭关系。尤其是大学生正处于刚刚成年

阶段，对于爱情的追求是重要的社交动机，爱情

也是其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Hazan 及 Shaver 将

此种基于浪漫爱情的亲密关系概念化为依恋过程

2019 NO.05（总第435期）| 29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 实证研究



（attachment process）。 依恋的研究最早始于婴

儿对母亲的依恋。Ainsworth 等人通过在实验室中

观察婴儿与母亲分离所表现出的反应，将婴儿依恋

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型。Hazan 和 Shaver

的研究证明这三种依恋类型也可以应用于成人的恋

爱过程中。Brenna 等人收集了 14 个已有的成人

依恋量表，选出 323 个题目，施测后进行因素分

析，抽取出两个因素。根据题目内容，把这两个因

素命名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 依恋焦

虑主要是指对被他人拒绝或抛弃的恐惧，从而产生

对伴侣的过度依赖感。而依恋回避指出于对依附和

亲密关系的恐惧而产生的自我封闭和回避感。关于

亲密关系与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目前比较缺乏，但

是学者曾经考察过手机使用与亲密关系与依恋的研

究，研究发现在亲密关系中的人更频繁地使用手机，

并且手机使用与依恋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更细

致的研究揭示了在年轻大学生中，依恋回避会导致

较少频率的手机和短信使用 ；而可以被视作社交媒

体前身的社会网络媒体（social network site）使用

则对依恋焦虑的人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支持。 基于

此，本研究认为就预测朋友圈呈现策略来说，亲密

关系可以作为预测不同策略的重要变量。而为了测

量的方便与准确，本研究对亲密关系的界定使用依

恋理论的类型区分。因此，依恋焦虑感越强，个体

更可能在自我呈现中采用他人中心和前后台控制的

策略 ；而依恋回避感较强的个体则更可能采取自我

中心的策略进而保持与亲密对象的距离感，但同时

又能够维持一种较高满意度的亲密关系。综上，本

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研究假设 3a ：依恋焦虑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

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他人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 3b ：依恋焦虑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

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前后台控制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 3c ：依恋回避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

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自我中心程度越高。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测量

人口变量。研究调查的人口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和当前的恋爱情况。

除了研究所关注的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亲密

关系作为主要的自变量，该研究还加入社交媒介

使用频率作为辅助的控制变量。研究调查了受访

者使用国内主流的三个社交媒体的频率，分别为：

微信、微博、QQ，设置从“从不使用”到“每天

使用”的五级量表。

孤独感变量的测量采用 UCLA 孤独感量表，

该量表是孤独感心理测量的经典量表。Hays 和

DiMatteo 修订了该量表，将其简化为 8 个项目的

ULS-8 量表。他们的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

近似原版量表，并且比原版更为简洁。 周亮测量

了 ULS-8 量表在中文语境下的信效度，发现反向

计分条目 3 和条目 6 会影响量表的因子结构。在

去除两个反向计分条目后，新形成的 ULS-6 除了

信效度良好外，还更加符合原量表的理论构想。

本研究根据前测的因子分析结果，也发现了类似的

现象，因此最终的施测量表去除了反向计分条目，

保留 6 个项目（ULS-6）。对于本次样本采集，此

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7。

社会支持变量的测量采用叶悦妹等编制的大

学生社会支持量表。 为方便施测，实际采用的

版本对量表中的题目进行了筛选。原量表有 17 个

条目，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

个维度。考虑到题目长度的问题，筛选时每个维

度都只保留了三个条目，因此最终施测版本采用

了 9 个条目。但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只发现了两

个因子，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两个因子合并为

一个社会支持的变量，所有 9 个条目的克隆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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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系数为 0.90。

亲密关系变量的测量采用学界广泛使用的亲

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ECR），该量表共有 36 个

条目。本研究采用经 Wei 等人修订的该量表简版，

共有 12 个条目，选项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采用七级量表。 中文版参考李同归等对原始量

表的翻译和修订。 简版量表与原量表一致，分

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各 6 个条目。

在本研究前测的因子分析中提取出的 2 个主成分

因子及对应条目均和原量表一致。其中，依恋回

避因子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4，而依恋焦虑

因子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9，均具有较高信

度。

根据文献回顾和理论推演，微信朋友圈的自

我呈现策略变量的测量使用自编量表（具体内容

及分析结果见研究结果部分）。量表整体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3。选项从不符合到符合，采用李克

特五级量表。

（二）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通过问卷星编制问

卷并生成在线链接发放。主要传播方式为高校学

生间的人际传播，具体方式不限于直接分享链接

给符合条件的朋友，朋友圈、微信群、QQ 空间

以及 QQ 群链接分享等。从 2018 年 3 月到 8 月，

问卷发放时间持续 5 个月，回收样本总计 785 份。

问卷设计时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填答无漏选后

问卷才可提交成功。因此回收的 785 份问卷均无

数据缺失现象。从媒介使用频率上来看，有 2 人

从不使用微信，因此将此份问卷标记为无效问卷。

即回收有效样本 783 份，样本有效率为 99.7%。

在有效问卷中，男性问卷 388 份，女性问卷

395 份，男女比为 0.98 ：1。链接分享时明确说明

对象为在校大学生，本科生占 91.6%。问卷填答

对象的年龄主要分布在 18-23 岁，这个年龄段的

人群占本次样本总量的 91.2%。问卷填答对象的

大学所在省份（直辖市）分布如下 ：上海 52.4%，

北京 10.3%，陕西 9.2%，四川 3.2%。其余省份

和其他国家（总计）样本所占比例均低于 2%。可

见该样本主要以北京、上海高校的大学生样本为主。

四、研究结果与假设检验

（一）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因子分析

首先，本研究将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

的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以解决第一个研究问题。

KMO（KMO = .85）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Chi-Square = 2821.03, df = 78, p < .001）结果

显示该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利用正交

旋转法对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问卷进行主成分

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1。

对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的因子分析表示，

因素负荷量（Factor Loadings）

均值 标准差 1 2 3

1、他人中心程度
看重评论
反复阅读文字并修改
获得很多点赞
很快收到回复
先考虑可能结果
照片精挑细选

3.76 1.16 .77

3.75 1.21 .74

3.84 1.20 .72

3.64 1.32 .67

3.85 1.22 .67

3.94 1.20 .57

2、自我中心程度
表达喜怒哀乐
分享兴趣爱好
发自己的照片
自我反思

2.39 1.29 .84

3.15 1.37 .77

2.97 1.50 .56

2.96 1.45 .56

3、前后台控制程度
屏蔽朋友圈
设置分组可见
删除朋友圈动态

3.81 1.47 .78

3.28 1.51 .71

3.48 1.55 .68

特征值（Eigenvalue） 4.37 1.58 1.17

被解释的变异量（%） 23.81 16.73 14.21

Crobach‘s alpha 系数 .81 .70 .65

表 1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N=785）

注：p < .05*, p < .01 **, p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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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不同的因子呈现出来。它们共同解释了自

我呈现策略 52.21% 的变异量。根据问题的分类，

将这三个因子分为 ：他人中心程度（eigenvalue 

= 4.37, crobach’s alpha = .81）、自我中心程度

（eigenvalue = 1.58, crobach’s alpha = .70）以及

前后台控制程度（eigenvalue = 1.17, crobach’s 

alpha = .65）。

他人中心程度主要描述个体可能会考虑到他

人对自己评价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以此来反映个

体对在微信朋友圈中自我呈现时以他人为中心的

策略程度。自我中心程度用来描述个体表达与自

身相关信息意愿的程度。前后台控制维度主要描

述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为控制表演的前后台可能产

生行为的程度。每个策略维度下所包含的具体策

略可见表 1。

（二）社会心理视阈下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

策略的多阶层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阶层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

的方法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将人口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媒介使用频率、孤独感、社会支持、亲密关系

作为自变量，分别预测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的三

种策略，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2。

总体回归模型可以解释微信朋友圈自我呈

现时他人中心程度 19% 的变异量，自我中心程

度 11% 的变异量，前后台控制程度 13% 的变异

量。就他人中心程度而言，社会支持（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6）和亲密关系（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6）都有较强的预测力，接

下来依次是孤独感（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3）、社交媒介使用频率（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2）和人口变量（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2）。就自我中心程度而言，社会支持有最强的

预测力（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6），接下来

依次是社交媒介使用频率（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2）、人口变量（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2）和亲密关系（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1）。孤独感（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0）

基本没有预测力 ；而在前后台控制程度上，人

口变量有最强的预测力（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4），接下来依次是亲密关系（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3）、 社 交 媒 介 使 用 频 率

（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2）、孤独感（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2）以及社会支持（adjusted 

incremental R² = .02）。

就 更 细 致 的 各 层 次 变 量 来 看， 人 口 变 量

中，性别在他人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5, p < .001）、自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因变量
自变量

他人中心 自我中心 前后台控制

第一层：人口变量 标准化系数β值

性别 .15*** .12** .19***

年龄 -.03 -.01 .07*

恋爱情况 .02 .08* .08*

调整后的R²增量 .02 .02 .04

第二层：社交媒介
使用频率

微信 .11** -.02 .08*

微博 .07 .10* .12**

QQ .03 .09** -.09**

调整后的R²增量 .02 .02 .02

第三层：孤独感

孤独感 .19*** .04 .15***

调整后的R²增量 .03 .00 .02

第四层：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 .28*** .28*** .17***

调整后的R²增量 .06 .06 .02

第五层：亲密关系

依恋回避 -.03 .03 .03

依恋焦虑 .27*** .11** .17**

调整后的R²增量 .06 .01 .03

F值 19.41*** 10.19*** 12.76***

调整后的全部R² .19 .11 .13

表 2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多阶层回归分析（标准

化）（N = 785）

注：p < .05*, p < .01 **, p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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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 .19, p < .001）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上

（standardized beta = .19, p < .001）均表现出强

预测力。这提示我们女性在自我呈现时比男性更

倾向于进行自我呈现形象的主动建构。年龄在预

测三种呈现策略时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我们调

查的大学生群体年龄相仿。而恋爱情况对他人中

心的策略无显著影响。但有恋爱经历的人更容

易在呈现时表现出自我中心倾向（standardized 

beta = .08, p < .05），并对自我呈现较多地进行

前后台控制（standardized beta = .08, p < .05）。

不同社交媒介使用对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

呈现不同效果，微信使用频率对他人中心程度

（standardized beta = .11, p < .01）与前后台控制

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08, p < .05）有正向

影响，但对自我中心程度无显著影响 ；微博使用

频率则对自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0, 

p < .05）与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2, p < .01）有正向影响，但对他人中心程度无

显著影响 ；QQ 使用频率对自我中心程度有正向

影响（standardized beta = .09, p < .01），但却对

前后台控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tandardized beta 

= -.09, p < .01），对他人中心程度无明显影响。

这些说明，微信、微博、QQ 虽然都是社交媒体，

但却对使用者来说意义迥异。微信更加是向他人

展现自己的社交平台，而微博则更关注自我表达，

QQ 则是更加私密或是更少主动控制和建构的社

交工具。可见，不同的媒介平台对于使用者的自

我呈现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

再次，就假设验证结果来看，孤独感对他人

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9, p < .001）和

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5, p < 

.0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自我中心程度无

显著影响。研究假设 1a、1c 得到支持，虽然研究

假设 1b 不被支持，但也同时说明孤独感越高，朋

友圈中自我呈现的他人中心程度和前后台控制程

度越高 ；而自我中心的程度却不受此变量影响。

就社会支持的影响来看，社会支持对他人中

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28, p < .001）、自

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28, p < .001）

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7, p 

< .001）均有较强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假设 2a、

2b、2c 均得到支持。总体看来，现实的社会支持

越高，大学生对自我形象的主动控制行为越明显。

这说明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支持越高的年轻人，越

意识到社交工具对于自我在社会联结中的重要性，

从而愈加主动地建构自己的呈现形象。

从亲密关系这一层来看，依恋焦虑对自我呈

现的他人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28, p < 

.001）、自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1, p 

< .001）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7, p < .001）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而依恋

回避对因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提示我们，

依恋焦虑越高的个体，越需要通过朋友圈向外界展

现一个更理想的自我以获得他人关注，进而降低自

己在亲密关系中的焦虑感。同时个体可能也意识到

这种缓解自身焦虑的表演方式并不适用于朋友圈中

的所有观众，因此会通过加强前后台控制来避免表

演崩溃。研究假设 3a、3b 均得到支持。而研究假

设 3c 和研究结果有所出入的原因，可能是具有依

恋回避倾向的年轻人并无较高的线上自我表达的需

求 ；反而是在恋爱关系中有更多焦虑感的人对线上

自我中心的表达需求更加强烈。

五、结论与讨论

微信朋友圈作为信息时代一种新兴的社交媒

介，其塑造的媒介环境也在重塑着人们的行为。区

别于其他匿名性较强的社交网络平台，微信可以被

看作多数人真实生活中社交圈在网络空间中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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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不同于一般的即时通讯工具，朋友圈的功能扩

展了微信的社交想象力，使其成为一个类似虚拟社

区的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实际上成为戈夫曼意义

上的线上“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个体通过

自己对环境的判断来不断调整和修饰自己的行为，

管理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不管是自我呈现中的他人

中心还是前后台控制，这些有意识的表演行为的发

生，都是为了在社交场域中呈现一个理想而未必“真

实”的自我。本研究的发现首先确证了年轻大学生

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策略及样态与其现实的社会

心理状况有着较强的联结。

首先，与社会信息处理与超个人理论相呼应，

孤独感、社会支持以及亲密关系中依恋焦虑与朋

友圈自我呈现的主动控制策略之间的显著联系表

明，社交媒体正在成为现实之外最重要的维持人

际关系，进而影响年轻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交

往中介。Walther 等人的经典研究也说明，在电

脑中介的环境下非语言线索的丰富甚至会抑制良

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在社交媒介环境下，非语

言线索（如图片、音频、视频以及表情包）的可

供性变得更加丰富，为了获得最佳的人际关系效

果，自我呈现中的主动控制成为必要且重要的手

段。本研究中孤独感和依恋焦虑感愈强的人在朋

友圈中采取更加他人中心及更强的前后台控制正

可能是超个人理论带来的效应，即为了规避非语

言线索对人际关系的抑制效应，呈现者必须时刻

他者化自我呈现的样态并对非语言线索的前后台

实施积极控制。

其次，社会支持对三种呈现策略一致的正向

作用说明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正在使我们摆

脱“大多数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年轻人都是缺乏

良好现实社会联结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少年”这一

刻板印象。微信等社交媒介的出现显著地打破了

现实与虚拟世界的隔断，越来越变成现实社会关

系的补充工具。社会支持愈高的年轻人，就愈会

主动运用社交媒介工具构建自我形象，从而进一

步优化其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社交媒

介成为自我的“后台”与呈现的“前台”之间的

混合区域。正如梅罗维茨观察到的那样 ：“当场景

融合时，火辣辣的脸红和冰冷的凝视混合成了中

区的‘冷静’”。 这是媒介环境学者在电子媒介

时代做出的论断，但在社交媒介时代，“中台”才

变得更加真实可见。

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介中的自我呈现也展现

出了一些复杂性。自我中心这一维度的发现，似

乎和自我呈现定义中的受到他人评价影响这一限

定相背离 ；但这一维度却和孤独感与依恋焦虑无

显著关系。也就是说，个体在进行自我中心的呈

现时，并不是为了缓解其孤独感或依恋焦虑感，

而且社会支持越高的人也同时自我表达愈充分。

这一结果在提示我们处在次级社会化过渡阶段的

年轻大学生的社会心理与自我呈现的复杂性。

一方面，他们把社交媒介作为提升现实社会人际

关系和缓解心理情绪的一种工具 ；但与此同时，

他们也将社交媒介认可为一种自我表达的和个性

彰显的舞台。 当然，由于控制功能和技术的存在，

社交媒介的这两种功用并不矛盾，但是这一结果

也说明社交媒介的自我呈现同时容纳了年轻大学

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成为其社会身份

认同建构的核心舞台之一，而这也是未来研究的

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样本

上，由于作者所在地域和滚雪球抽样的局限，地

域的样本来源并非均匀分布。微信朋友圈的自我

呈现问卷的编制虽然参考了相关文献，总体信度

显示良好，但前后台控制维度的信度结果偏低，

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优化设计。各变量间的因果

关系也需要日后更深入的研究来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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